评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

要了解中国当前经济成就及其渊源，就必须客观而深入地掌握中国人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的认知历史。本书对该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书作者邹进文是中国民国时期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本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201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920-1940间的经济学遗产已在中国获得正面评价。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绝大多数著述都是以中文文献为基础的。邹进文善于以新的视角，通过梳理各种鲜为人知的外文材料来审视该问题。这位学者着手研究中国留学生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大量的论文仅保存在留学国大学图书馆，其中一些论文已作为专著在中国境外出版并享有声誉。十几年来，邹进文成功挖掘了约200种中国留学生用外文完成的经济学学位论文。

史料的收集丰富了对20世纪上半叶中西在科学与教育领域相互促进历史的认知，为实质性讨论中国社会科学在民国时期的国际化提供了可能。邹进文用实例分析了留学生论文选题是如何将国内的重大事件和国际形势密切联系的，基于选题，学子们又分赴哪些国家和大学求学。除了考察西方导师对中国学生的影响及其思想在中国学术界的不断渗透之外，作者还试图追踪留学生论文对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为此，展开了在西方经济学期刊杂志中对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评语和评论的细致搜寻工作，逐一核对中国学位申请人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将其中一些最有意思的论文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出版，邹进文在他的著作中如是写道。

本书对特雷斯考特（Trescott ）的专著也是一个极好的补充，十年前，特雷斯考特曾经出版《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史（1850-1950）》
一书，从西方视角展示了中国留学生贡献。因为不懂中文，他不是总能使论文中用拉丁语拼读的中国留学生姓名与实际姓名一致，所以其书渗入到中国历史和社会政治环境的深度是有限的。邹进文则依靠自己渊博的历史知识研究新时代的中国思想和社会历史问题。

对读者来说，邹进文专著的宝贵之处还在于精心编制的参考书目（学位论文题目的原文和中文译文），姓名和所学科目。作者厘清了绝大多数中国留学博士的中文姓名，收集到他们的个人信息和相关学术信息——这些人求学前做什么，毕业后做什么，他们用中文发表过哪些文章，出版过何种著作。

作者密切关注希望留学国外学习经济学的留学生在欧洲、日本和美国留学的情况。十九世纪末，中国留学生的兴趣被吸引到了欧洲。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派遣年轻人到文化和地理上相近且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的日本学习。日本掌握西方经济科学之路始于对荷兰和英国自由主义的迷恋，这种自由主义很快被德国奉行的经济中的国家干预思想所取代。不久，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
中国沿着这条类似的道路前行，只是稍有滞后。邹指出，19世纪末，西方新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宣传贸易自由主义思想，反映了西方要求开放中国市场的意愿。在英国学成归来后，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严复在1902年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成了中文。然而，在中国经济学早期发展阶段对自由主义的热衷是短暂的。“中国近代思想的主流不是自由放任主义而是国家干预主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留日学生对于德国经济思想的引介。”
 

西方经济保护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论著在1901年被译成中文，如李斯特著作的部分章节被留日生译成中文发表，这些思想在二十世纪初通过日本传入中国。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掌握了大量的经济术语，进而促进了中国经济思想词汇的现代化。与此同时, 邹还指出，许多中国人在日本研究经济学，但很少有人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没有一个中国人在日本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43年，朱绍文在日本编写和出版了一篇题为《李斯特国民生产力理论研究》的论文，但由于战事频发，没有给他颁发文凭
 (70)。

还在1909年，辛亥革命未爆发之前， 中国当局就同意派学生到美国去学习。学生人数不是很多，每年约100人，但是他们去了大学而非中学，就像日本曾经的做法。从辛亥革命到1927年国民党建立中央政权，中国雇主最中意的是欧美大学的毕业生，商界也出现了这种优先次序的变化。如果说，20世纪头10年末北京大学经济系有四分之一教师在日本学习过，那么，到30年代初就没有一位教师有留日经历。

在欧洲大陆, 中国博士生集中在巴黎和法兰克福的高校，在美国，则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 (他们珍视该校浓厚的学术自由精神，认为纽约是世界的经济中心)。邹强调，在1912-1926年，留美生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应用经济学研究占主导地位。大多数中国学位申请者研究中国财政金融问题，这一现象折射了当时寻找健全国家财政金融体系途径，试图依靠熟悉的中国题材来简化自己劳动的愿望。最有才华的博士生们后来成了有影响力的学者，当时都研究外国财政政策，如，马寅初(哥伦比亚大学) 研究了纽约市的财政，陈岱孙(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州的财政，何廉(耶鲁大学) 比较了英国和美国的所得税管理。

在这一时期，国际贸易研究出现了新的课题，这与中国当局收回对海关关税主权的努力有关。中国博士生试图在经济史领域利用自己的自然优势，他们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在西方却鲜为人知的清朝的关税和税收历史为研究题目。邹指出，论文题目的选择取决于中国博士生就读的美国大学的要求。如，康奈尔大学侧重农业研究，有四篇已答辩的中国博士论文选题与农业相关，其中一篇由董时进撰写，他曾在1923至1924年间积极参加了是农业还是工业应该成为中国发展支柱的辩论。

20世纪20年代，在凡尔赛条约后，中国学生向往不再富裕的德国，那里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变得可以接受。人们对支持国家干预经济的德国历史学派越来越有兴趣，在图宾根和柏林的高校里，中国学生以李斯特的经济理论和对中国的意义为题撰写论文答辩，精心准备了李斯特著作的新译本。中国的经济学家热情支持必须利用保护主义措施发展民族工业的纲要，把李斯特的“国家主义”放在亚当·斯密“个人主义”和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之上变得时髦起来。

作者将国民政府前期 (1927-1937) 称做“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黄金时代” 
，此时出现了经济科学传播和发展的有利条件。中国留学生在欧洲获得经济学博士的人数比在美国多，这源于更多的人在英国求学。邹指出，中国20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问题是货币体系改革，在世界金本位体系中，中国是唯一的银本位国家。此时，留学生学位论文关注货币、金融、保险、工业发展等问题 (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方显廷在耶鲁大学写了一篇关于英国工厂管理体系的论文)。

“大萧条”后，世界贸易条件的恶化推动了对世界价格理论的研究。中国当局于1929-1930年恢复对海关的主权后，关税问题变得迫切。中国博士生对经济统计和运输经济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经济思想史领域, 除了反映中国国内非常热门的研究话题——孙中山思想研究的4部博士论文外，还出现了1部高质量的具有创新价值的论文，即赵迺抟撰写的《理查·琼斯——一位早期的英国制度经济学家》，它引起了西方经济学家的关注。邹总结道，与1912-1926年相比，在这十年里，从海外留学的行列中，没有较多的“经济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出现，但许多人在中国经济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例如，曾在南开大学执教的方显廷，从1931年到 1949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的赵迺抟。
 

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1939-1949），论文数量减少，但质量却开始提高，一些论文达到世界水平。二战结束后，在中国经济学家的眼里，西方学者对落后的半殖民地农业国家的发展研究毫无兴趣。1946年，张培刚在哈佛大学进行了题为发展经济学的论文答辩，他运用大量最新西方理论，因此其著作在西方一版再版。无法遏制的通货膨胀是那些年中国经济最尖锐的问题，许多学位论文答辩者研究通货膨胀的控制和货币政策问题，如，在哈耶克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蒋硕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用马克思学说从各方面批评凯恩斯主义的樊弘。

作者指出，抗战结束后，很多博士回到中国，希望将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用于工业化建设。可是，不久的国内战争粉碎了他们的计划。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国外或台湾，其中很多人为经济学和西方汉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还有一部分留在内地，其研究方法和方向在经过艰难的学术转型之后，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大部分中断了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只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的开始, 他们才“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导者”。
 

邹书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不仅揭示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而且展现中国博士生在实现“东方学术的西渐之旅”中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正是通过他们的博士论文和学术文章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这些认知对西方制定经济政策产生了影响。例如，陈焕章作为专著出版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1911)，讲述了古代中国建立国家粮仓以调节粮食价格的政策，它为美国经济学家所熟知并影响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国家干预农业的政策制定。
陈焕章的书引起了年轻的凯恩斯的兴趣，1912年，他发表了对该书的评论。

1949年之前，300多人获得了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停止了向西方派遣留学生, 但那些已身居国外的人, 仍继续着他们的学业。本书的一节专门介绍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西方的中国博士生。邹还注意到了他们研究选题的变化。几乎没有人去研究正在向计划经济转轨的中国当时的经济问题，在西方学习的留学生不清楚这一经济模式，对其缺乏足够的信息。一些人在研究中国经济史，更多的人在研究欧洲、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问题。在殖民体系崩溃的情况下，中国留学生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博士生大多在美国接受教育 (美国79 ，欧洲10人)，只有少数人决定返回中国。

研究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中最具代表性的学位论文，在邹进文书中占据了中心位置 (第3 至第10章)。54部著述 (著作和文章)涉及了经济理论、金融、货币流通、国际贸易、农业经济、工商管理、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等领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名字: 樊弘, 张培刚, 马寅初, 李权时, 陈岱孙, 巫宝三, 陈焕章, 赵迺抟, 陈振汉等。

在研究中国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传播的贡献时，俄罗斯话题出现在书的最后。作者划出了传入的三条路线 ——西部 (欧洲和美国)、东部(日本)和北部(苏联) 
。最著名的人物是张效敏，1925年至1926年，他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师从康芒斯学习制度经济学，后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写就了博士论文《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这是英语世界中第一本以马克思国家主义为主题的科学著作。他强调了国家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批评了里卡多和奥地利学派给予经济学的抽象外观，他讲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矛盾和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应用》这一章中，张效敏描述苏联经济体制时指出，新经济政策是“双轨制”，结合了“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限的资本主义”和“有限的社会主义”。
 他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译本于2013年在中国出版。

讲述“北线”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只用了四页篇幅 (P. 670-673)。作者指出，从俄罗斯传入是最晚的，但影响最大。该节列出了1920年至1930年中共和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家在苏联接受教育的主要信息。邹指出，他们回国后首先宣传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在欧美留学的人不同，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信仰和行动指南，这些理论观点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但干部培训学校的特点也决定了这批中国留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方面不足，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而非思想家。另外，从苏联传入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联政治文化的影响，导致了教条主义倾向出现。”

需要补充的是，那些年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学生后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7-1931年，沈志远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1929年6月，他在莫斯科中山劳动大学毕业之后，进入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1934年，他发表了《新经济学大纲》，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介绍与苏联经济政策的讲解融合在一起。随后的20年里，《新经济学大纲》再版了18次。
第二个非常有名的人物是孙冶方，他获得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要理论家的美誉，从1927年底到1930年9月，他在莫斯科学习。虽然沈志远和孙冶方在苏联期间经历了当时的政治风暴的影响——中国宣布孙冶方为“反革命分子”，甚至 "托洛斯基分子"——但他们获得的苏联经验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通过邹进文的这部著作，我们了解到, 对外开放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学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后来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各种转型政策考虑到了中国经济学家直接了解到的世界经济学的成就。
Борох Ольга Николаевна，鲍罗赫·奥丽佳·尼古拉耶夫娜，经济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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